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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百年
回顧」國際學術
研討會會議紀要
林志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百年前的武

昌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朝的統治，建立了中

華民國，從此中國告別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

體制，開始「走向共和」。經過一百年來全

體國民歷經艱辛，努力實踐，民主理想終於

得以在臺灣具體而全面的展現。今日中華民

國在臺灣的政治成就，早已舉世聞名，實為

華人世界的共同光榮。時至今日，中華民國

在臺灣已無愧於「共和國」的美名，「憲政」

更成為我們政治體制的最高原則；即連中國

大陸亦必須在形式上標榜「共和」，聲言

「憲政」。因此，當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天

下為公」的理想，把國家治理視為所有公民

的共同事業，已是兩岸人民的基本共識。

十月三日至四日，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與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合辦的「辛

亥百年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即是站在

「落實中山先生的理念，在復興中華文化的

基礎」上，重新追索辛亥革命、慶祝建國百

年的意義之所在。這場會議邀請來自海內外

學者共同參與，除了包括臺灣、中國大陸與

香港各大學學者外，還有遠自日本和澳洲的

專家，一共發表 19篇論文，回顧辛亥革命
百年來的發展。在會前，總統馬英九更親臨

現場致詞，並預祝兩天會議得以順利圓滿成

功。

第一天議場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大

型會議室舉行。首先是由張玉法院士主題

演講，題目為〈革命主義的新潮：晚清革

命黨人對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宣揚，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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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張院士指稱：1905年，孫中山正
式標舉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而維新

派的梁啟超與革命派則在《新民叢報》與

《民報》上展開論戰。之後 1907年清廷宣
布「預備立憲」，請願速開國會立即成為全

國性運動，頓時革命事業陷入低潮。儘管孫

中山、黃興等人仍不斷在各地起事，惟效果

有限。值得注意的是：另一批革命黨人則專

意宣揚無政府主義，使得革命的主張變得愈

發激烈。例如：章炳麟假《民報》宣傳哲

學的無政府主義，而《天義》和《新世紀》

則是宣揚無政府乃至無政府共產主義。這些

風潮雖然多屬編者個人之興趣，並不能代表

同盟會官方的主張；但顯示在 1907-1910年
間，世界各地無政府共產主義運動風起雲湧

之際，中國的革命黨人並未因而缺席。事實

上，無政府主張加上虛無主義的宣傳相互配

合，的確對革命黨人的戰略與戰術產生不少

影響。從這段時間此起彼落的革命黨人暗殺

活動便可知，也藉此激發了革命精神。

首先開始進行第一場議程的，是重新理

解辛亥革命性質，分別由黃克武、陳三井、

黃自進教授發表論文。黃克武教授〈辛亥革

命是怎麼成功的？：回顧與反思〉一文，強

調必須注重晚清七十年間新思想的傳播，以

及在民國建立的過程中，立憲派和地方士紳

扮演的角色。由於晚清時期，西方思想開始

被引介到中國來，加上留學生迅速增加；透

過他們的中介，各種新思潮更形深入。無論

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譚嗣同的《仁學》，

還是梁啟超的《新民說》，經由新興出版業

的傳播，啟發了許多人，成為革命的溫床。

換言之，辛亥革命的事件或許是偶然的，可

是此一偶然的背後，卻有著長期孕育的思想

動員。過去人們對辛亥革命的認識，受到

國、共兩種官方論述，尤其國民黨的「革命

史觀」，以及共產黨「社會發展的階段論」

所影響。然而今日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後，

張朋園、汪榮祖等學者的研究卻揭示了立憲

派士紳在晚清的努力，與革命黨之間既合作

又角力，共同促成共和的誕生。儘管革命成

功背後各方勢力的妥協性格，導致日後民主

過程中產生諸多挫折。可是，當時提出的政

治框架和思想藍圖，卻成為重要的思想資

源。以臺灣而言，民權主義提供了反對運動

的理論基礎，進一步促進戒嚴的解除。

陳三井教授〈留歐知識社群與孫中山革

命〉，探討以往較為忽略的歐美留學生對辛

亥革命的影響。陳教授指出：他們之所以凝

聚力量形成革命團體，緣起於 1905年初孫
中山的歐洲之行。由於雙方暢談辯論，進而

互相影響。此後孫氏的革命方針從會黨轉向

重視知識分子，甚至聯絡新軍，也與這次辯

論後的態度修正有關。有關留歐的知識社群

中，除了留學生之外，尚有以商人、遊學者

和出版界為中心的結合。陳教授指稱：李石

曾、張靜江、吳稚暉發起的世界社與《新世

紀》（La Novaj Tempo）週刊，提倡人類互
助進化，鼓吹世界大同，宣揚無政府主義思

想。他們的構想雖與孫中山不盡相同，但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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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投入革命事業；在宣傳革命的進程中，雙

方形成一種彼此尊重的競合關係，發揮重要

的助力。

黃自進教授〈日本人的辛亥革命觀：「趁

火打劫」與「同舟共濟」之間的論爭〉，從

日本角度來思考辛亥革命的影響。毫無疑

問，此前日本政府認為：「君主政治」本屬

東亞世界共有的政治體系；一旦中國革命思

潮流行，否定「君權神授」的理論，勢必危

及日本皇室的存續。與此同時，日本民間社

會除少部分擁護政府主張外，大多抱持同情

辛亥革命的態度。有些軍人曾參與訓練中國

的新軍；而部分社會主義信徒，對中國革命

理想有所共鳴；在野黨人士則以辛亥革命為

反面教材，警告日本政府不可忽視民意，落

實立憲體制。究竟面對革命浪潮，日本應該

「同舟共濟」，幫助中國民眾推翻暴政；抑

或「趁火打劫」，伺機拓展利權？黃教授認

為：辛亥革命的評價與日本現實政治，形成

相互牽引之勢。可惜在功利的算計下，日本

錯失了與革命政府扶持合作的機會，反而伺

機擴大在華權益，逼使追求中國國家主權獨

立的中國革命運動日後以日本為敵。因此，

中日雙方互不見容，事實上在辛亥革命時

期，早已呈現端倪。

第二場議程關心的主題，都與革命先覺

者孫中山有關。林啟彥教授〈孫中山早期的

革命活動與三位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南

方熊楠、宮崎滔天（1895-1900）〉，以三
位日本友人的襄助為例，探討孫氏如何從一

位叛亂分子轉變成為具有世界視野和政治

理念的革命者。梅屋與孫中山在香港結識，

支援了革命經費，籌辦軍火，庇護孫氏留港

的生活，並協助逃離清廷的緝捕。南方與孫

中山在倫敦結識，共渡蒙難的歲月；彼此的

理想相同，話題多不離英國的富強之道以及

振興祖國、拯救亞洲各民族被奴役的命運。

宮崎結識孫中山於橫濱，因一夕之談發現志

同道合；他的努力使孫中山得到了日本朝野

部分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獲得財政與政治上

的奧援與庇護；更重要的是，宮崎為孫氏在

日本社會及留日知識群體之間建立革命家

乃至革命領袖的形象與地位。林教授認為：

儘管孫中山與上述三人的結識純粹基於偶

然，但亦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由於日本明治

維新的成功，鞏固了孫中山改革中國的決

心，以及尋求日本援助中國的期望。中、日

兩國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之夢，則造就志同道

合之士互相的動力，提出「大亞洲主義」的

想像─建立一個清除種族間的歧視、壓

迫、奴役，體現平等、自由、人道與和平的

新世界秩序。

沙培德（Peter Zarrow）教授〈孫中山
的革命先鋒主義思想〉，分析孫中山在「二

次革命」後思想上的轉變，強調以一個組織

嚴密、擁有高度紀律的革命政黨推翻現存

政權後，再來領導全國。此一構想落實在

1914年所創立的中華革命黨。沙教授提醒
我們：孫中山構建中華革命黨時，也已預見

到一個長期而不確定何時結束的訓政「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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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即將開始，甚至經由黨來進行直接控

制。呼應到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的
《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一書，
實際上兩人都同樣面臨了救亡圖存國家裡

之革命領導權的問題。1919年《孫文學說》
的出版，孫氏便提出了對「自由」的懷疑，

諸如個人主義與有限政府關係等，尋求非自

由形式的民主制。這些為孫中山晚年向俄國

革命的學習提供了準備，儘管他拒斥馬克思

主義，卻採納列寧式的政治技術。此外，孫

氏對革命的理解有賴於一種認識論上的菁

英主義，形塑了他對革命組織和憲政秩序的

看法。本文結論是：孫中山也許並未創造一

個意識型態或「主義」，可是他幫助並建立

了現代中國黨治的基礎。

潘光哲教授的〈《大革命家孫逸仙》探

源〉一文，以 1903年章士釗取宮崎滔天的
自傳《三十三年の夢》（1902年出版），「譯
錄」為《大革命家孫逸仙》一書進行探討。

文中指出，《大革命家孫逸仙》頗有替孫中

山打造「革命領袖」形象之嫌，且為革命風

潮添加無數思想動力。然而，書中多有筆走

龍蛇的「創造」，既與原著距離遙遠，也非

孫中山生命史的本來面貌。更有意思是：章

士釗一方面對塑造孫中山的崇偉形象同時，

也將政敵康有為加以「污名化」，並否證其

主張。此外，章氏譯出「共和主義」的革命

目標，也為當時思想界添加了「主義化」的

內容。換言之，該書有關種族／民族主義的

號召與思想基礎，其實構成廿世紀初期中國

「革命想像」的要素。

第三場議程繼續環繞在非革命因素在辛

亥革命後的發展。朱浤源教授〈從主要成

員的信仰成分重觀辛亥革命的性質〉，指出

過去國共雙方的歷史敘事都忽略了基督教

會這一面向。事實上，許多參與革命事業者

中，都有基督教徒的背景。例如 1895年廣
州起義的領導分子鄭士良、陸皓東等均為教

徒。他們既享有治外法權，又有外交、武力

作為後盾，成為傳播革命最便捷的管道。透

過人際網絡與教會密切的聯繫，革命派藉此

掩護、協助革命活動的展開。此外，孫中山

思想裡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亦與他身

為基督徒的背景不無關係。而十九世紀中期

以來教會獨立於傳統中國社會的集會儀式，

也提供了孕育新思想的空間。教徒與革命黨

員之間的互動，正體現了這一過程。

林美莉教授〈從帝國財政到民國財

政：改造借款的議定及其時代意義，1912-
1913〉，分析財政與國際外交對革命風潮的
影響。辛亥革命爆發後，國際社會以不干涉

之名，遲遲未承認共和體制；而中央與地方

財政的困難，使得兵變危機頻傳。為了突破

內外交迫的困境，袁世凱的新政府保證將繼

承前清條約與承認列強在華既得權益，並在

內閣總理唐紹儀主持之下，進行一場引進外

資以改造中國財政體質的國際借款談判，即

日後的「第一次善後大借款」。林教授透過

檔案史料，觀察國際社會如何透過借款協議

提出改良中國財政體質的具體構想，並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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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國代表如何在民族情緒之下，應變攻

防而奠定新興民國的財政基礎。結果這項充

滿國際外交角力的決議，居然在短短一年間

滿足各方的需要。列強得以保障其在華外債

賠款無虞，北洋政府主政者因此獲得財源及

穩定政權；至於堅決站在反對借款立場的國

民黨，則從反袁戰事之中確立了發動革命的

合理性。

林志宏教授〈日人西本省三對辛亥革命

後民國的觀察和議論〉，以「中國研究專

家」西本省三為例，思考日本對民國建立後

時局的反應及政策。西本是日本少數主張

清朝復辟論者。辛亥革命後，他與友人在

上海創辦報刊，鼓吹恢復中華傳統；又結

納上海的滿清遺民，對民國政府多所批評，

並以自己的人際網絡發表興復清室的言論。

這些「考察」除了成為後來西本對中國的認

識外，進而也影響日本政府對華的「大陸政

策」。簡單地說，西本的思想同時具備傳統

和現代的資源。他所批判的民國，並非純粹

屬於「靜態」的改朝換代，而是一個兼容國

際情勢變遷下深具「動態」之現象。西本的

「大義名分論」主張，看似夾雜了許多對民

國不滿的情緒，其實也符合日本在 1920年
代初期外交政策與國際原則─特別是華

盛頓會議之後日本國策所面臨的轉向。由此

也可以得知：日本帝國主義逐步擴張之際，

辛亥革命後的民國十年間到底給予日人思

想上何種轉折？尤其那些旅華的日人，又

是怎樣勾勒他們對「中國非中心化」和「東

洋再編」的理解，並由此邁向日後「東亞共

榮」的殖民思維？

第二天移師到中央大學文學院 A302室
國際會議廳舉辦。第一場主題演講，由汪榮

祖教授擔任主講人，題目是〈論辛亥革命的

三股動力〉。汪教授指出：辛亥革命之形成

與發展，其實由三股動力激盪而成。除了革

命黨以外，尚有眾多鄉民和士紳。而武昌革

命之所以成功，主要由於各省紛紛響應；而

各省之所以響應，主要歸功於士紳之合作。

更因為士紳的參與和主控形勢，導致革命後

出現「反革命」的現象。本來士紳為中國社

會裡的菁英階層。拳亂之後，清廷為了籌備

立憲，在中央設立資政院，地方上成立諮議

局，議員多為士紳，提升了他們的政治權

力。然而，川漢粵鐵路的收歸國有政策，激

發四川保路運動，官紳之間的摩擦更擴及到

經濟利益，裂痕也為前所未有。此外，清廷

為了應付大量賠款及推行新政，徵收名目繁

多的稅收。此舉引起地方鄉民激烈的反彈，

也導致窮苦佃農因抗租與地主發生衝突。革

命黨人除與少數會黨有所聯繫外，並未能夠

掌控這一普遍的鄉民抗清活動。可是鄉民暴

動卻不自覺為辛亥革命創造了條件，給予士

紳沉重的打擊。武昌革命的消息傳開後，擴

大了全國各地的恐慌與不安，士紳雖在意識

型態上無意革命，但害怕動亂危及利益，故

在形勢所迫下參與革命。士紳的政治影響與

社會地位於是隨著共和建立而增強。革命之

後，軍閥、地主、官僚的勢力繼續支配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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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資源，農民的騷動遭到鎮壓；而士紳們

為了尋求強而有力的中央領袖，使得二次革

命時決定站到袁世凱一方。

第一場議程針對辛亥革命的價值觀提出

檢討。姜義華教授〈中華天下國家責任倫理

與辛亥革命〉一文提出：辛亥革命的領導者

都來自中國傳統社會的精英層。他們之所以

奮起革命，是基於中國所固有的「以天下國

家為己任」的責任倫理；同時受到「家國共

同體」的影響，使得每一個人都自覺必須承

擔起對家庭、鄉里、國家、天下的責任。姜

教授修正革命志士並非過去中共革命史學

中定位的「資產階級」；儘管曾接受過西方

近代資產階級的思想與文化薰陶，可是他們

多認同當時歐美蓬勃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

義和民粹主義運動，除了借鑒西方文明以追

求富強外，也關注到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

問題。至於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責任倫理，

其實亦影響了民族國家的想像。雖然革命黨

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口號，又傳入

西方民主成為思想武器。可是傳統的天下國

家想像，也成為他們重要的思想資源。直到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革命黨領袖正式承認

「中華民族」這一全新概念，而「中華民國」

也在此一框架下，確立日後中國以「多元一

體」為標榜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架構。

朱永德教授〈辛亥革命的理想與實踐：

淺談文化傳統與民主憲政〉，則反思辛亥

革命以來種種歷程。從目的來說，辛亥革命

消極面是推翻數千年來的君主專制，積極面

是建立民主憲政的共和國。然而，民主法治

是西方文化傳統中積聚綜合而生，與中國固

有文化有所差異。但孫中山不只提出三民主

義，也瞭解中國的民情，主張欲完成革命，

在軍政後必有一段「訓政時期」。換言之，

中國人在實行民主憲政之前，先經過教育

和訓練，學習、瞭解何謂民主。他的理想在

百年來中國歷史屢遭限制，因此無論二蔣的

「威權統治」或是毛的「民主集中制」，皆

脫不了中國固有的專制傳統。故兩岸百姓在

教育與國民生活未發達前，亦難走上民主進

程。但作者樂觀表示：1949年後中華民國
在臺灣的教育普及，經濟高速發展，且歷經

多年民主化過程，大致具備進入憲政時期的

條件，相信民主很快就能到來。

馮兆基教授〈革命、軍變、立憲：辛亥

革命三解〉以音樂為譬喻，形容革命、軍

變、立憲三個「調子」，是全面認識辛亥革

命和理解民初政治的重要關鍵。清末推行

「新政」，建立近代化的專業陸軍，在中國

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從社會背景而看，

新軍的士官可視為下層士紳階層的延伸，因

此產生新的軍人文化，傳統的「重文輕武」

觀念已不再適用。此外，新軍另外一個特徵

是「政治化」。這裡有兩項含義：第一是軍

人干政或參政，第二是指軍人對政治的傾向

和敏感。後者有利於革命黨人有計劃的滲入

軍隊，俟機發動政變。立憲派主要成員是社

會賢達和知識界精英，他們試圖鞏固後帝制

時期新秩序的地位，故轉向革命，並非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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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值得注意是：士紳與新軍、革命黨人一

齊建立軍政府，穩定秩序，形成陳志讓所謂

「軍紳政權」。三股不同的力量在一個特殊

的歷史背景環境中互動合作，促成清廷與帝

制的迅速崩潰。可是馮教授結論說，由於革

命未能建立健全的共和體制，使得三方權力

造成惡性的政治競爭模式。至於辛亥革命雖

打開了閘門，但說民主共和的觀念業已深入

人心，則是言過其實。

第二場議程由三位國外學者討論辛亥革

命。山田辰雄教授〈日本辛亥革命研究會的

研究概況〉，介紹近年來日本學界對辛亥革

命的觀察和新體認。作者認為：辛亥革命是

不完全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而且在袁

世凱的權力下，議會制民主主義的發展無疑

遭到壓抑。山田教授進一步以辛亥之際的蔣

介石為例，透過他在《軍聲雜誌》上所發表

的言論和思想，觀察一位無名青年軍人面對

革命後的意識。在對外關係上，蔣氏認為：

統一革命後的中國當務之急莫過於發揚民

民國初年的議會—0000年 0月 0日法國畫報 L’Illustration關於中華民國成立之初的報導；參議院議長吳景濓、

副議長湯化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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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義與國防意識。其次，必須將周邊諸民

族統合為新的中華民國。同樣在內部的政治

體制上，他則是主張中央集權，強化軍事力

量，避免將權力分散至各省都督。這一分

析，或能反映出在議會制在遭遇挫折下，謀

求新的路線和期待。而國族主義與中央集權

的構想，也在 1920年代後的政治變動中展
現出來。山田教授在本文最後，也預告十二

月日本對於辛亥革命百年的相關紀念活動

及會議。

中村哲夫教授〈東アジア文明史におけ

る辛亥革命〉一文，強調革命在東亞文明史

上的意義。作者認為，辛亥革命代表人類公

德的進步，其成功因素有二：一是中央的衰

落與地方的成長，一是貨幣制度的改變，特

別是金本位制度造成銀價衰落，深化革命時

機的成熟。1911年革命的發生即是因為財
政、通貨、銀行金融三種力量無法平衡之結

果。此外，中村教授也注意到章炳麟和蔡元

培對佛學的探求，帶來多元的歷史觀，成為

變革的動力。因此，否定馬克思主義史學對

辛亥革命的說法。

黎志剛教授〈香山和辛亥革命〉試圖以

地方性來談革命的起源。他選擇對與辛亥革

命有重要關聯的香山地區，作一分析。澳門

自晚清開埠以後，成為香山人出國留學或移

民海外的通道，所以香山人得風氣之先，較

早接受了西方文明和近代化思想。孫中山便

是香山的代表之一員。他最初所籌組的革命

隊伍，大致上也和香山華僑有關，特別是以

居住在檀香山為主力。香山華僑除了投身武

裝革命之外，更在組織革命團體、辦報、進

行宣傳、製造輿論上扮演相當重要的功能，

同時並積極捐資助餉、認購各種債券，為革

命籌集經費。最後，黎教授總結說到，香山

由於上述地理與歷史的特殊條件，於是形成

了香山黨人「敢為天下先」的革命傳統。

最後一場議程分別從異視角來解讀辛亥

革命。吳俊瑩教授〈《臺灣日日新報》對

「清國革命」的認識〉則從臺灣報紙的反映

來看辛亥革命。過去探討辛亥革命與臺灣的

關係，不脫「辛亥革命激起臺灣反日運動新

潮」的敘事模式。本文觀察《臺灣日日新

報》，重新檢討當時臺灣民間的肆應。作者

指出，辛亥革命的意義或許不如過去形容的

那樣，引來臺灣民眾內心激動。無論是擔任

「保正」的張麗俊，還是公學校任教諭的黃

旺成，他們的日記並無心向革命之情緒，甚

至是以第三者的角度觀察「清國」變化。同

時對於大清的滅亡，遺民氣氛亦不濃烈。對

當時的知識分子而言，儘管十分關心中國時

局的變化，但分屬不同國度，亦止於關心而

已，只能無奈置身事外。當時總督府以「保

護臺民」為由，停發赴清旅券，影響民眾前

往清國的計畫，可能是一般民眾對革命最直

接地感覺。此外，中國在剪髮易服的革命風

潮下，也帶動了洋服、洋帽的消費，臺灣商

人嗅到這股商機，摩拳擦掌地準備與日本內

地商人進入中國市場。另一方面，《臺日》、

《漢日》在撰寫報導時，也不斷營造隔岸觀



國
史
研
究
通
訊

第
一
期

0
0
0

火的氛圍，刻意深化臺灣、清廷兩地天淵之

別的論述，顯示當局對中國革命影響臺灣統

治穩定仍然有所擔憂。

張世瑛教授〈顛覆的笑聲─辛亥革命

中的嘉年華會〉從庶民百姓的角度探析參

與、理解與詮釋辛亥革命。作者提出一個有

趣說法：辛亥革命在劇烈地變動中，引來許

多投機人士將混亂的社會狀況加以戲劇化，

使之成為一場顛倒價值的嘉年華會。歷來分

析革命時期的剪辮風潮，大都解釋為反滿意

識的表現，但剪辮易服不獨為革命象徵，更

是新時代裡年輕學子追求時髦的絕佳舞台。

這樣的情況直到一年後仍不絕如縷。譬如慶

祝辛亥革命一週年的紀念活動，王鈍根在

《申報》所畫的漫畫「紀念會中之紀念品」

裡，呈現了英雄枯骨、烈士頭顱、快槍炸

彈、民脂民膏、剪掉的辮子、旗婦纏足之裹

腳布、風流都督與姨太太、女子北伐隊及厚

(臉 )皮議員等，對於辛亥革命的譏諷之意，
躍然紙上。相較於「五．四」以後感時憂國

的時代精神，辛亥革命則是展現了一種以張

揚身體的「笑」為核心之力量，顛覆傳統的

倫理與道德價值。

總結兩天會議成果，發表論文的學者們

以各種不同的視野和領域重新探索辛亥革

命，而與會的評論人也各自提出看法，討論

相當熱烈。誠如擔任主持人的呂芳上教授所

言：近年來有不少相關議題都豐富了辛亥革

命的意涵，如從國際性觀點來豐富革命與外

交關係、孫中山思想和形象的再詮釋、新式

媒體對辛亥革命時期所造成的影響、新清史

角度下滿人的處境和復辟問題、少數民族和

弱勢族群對革命的看法等，目前已有許多成

果，使得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辛亥革命。這

一點也得到主辦單位的呼應。中央大學人文

研究中心主任汪榮祖呼籲一百年後的今天，

我們只要以實事求是來看待辛亥革命即可，

無須給予任何標籤。近史所所長黃克武教授

則是強調，以中華民國的立場而論，我們是

以「局內人」的角度來看辛亥革命，但同時

又以「局外人」的視野來理解這場革命的發

生和歷程。本次會議各篇論文凸顯出：革命

內部本身其實具有一複雜性的機制，而辛亥

革命更可以放在國際互動、乃至做為一場東

亞革命的現象一環。換句話說，這次百年回

顧辛亥革命，帶給大家的是不同於過去主流

論述外的辛亥革命。


